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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员特征与任期对其财务管理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
题。论文以中国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省主政官员的更替、任期和年
龄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２００７年我国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制度，基于此，该研究收集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０个省份１０８位省长、９０位
省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官员特
征和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受到不同时期晋升
激励的差异性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影响
不同。省委书记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正向影响，
省长的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负向影响。论文拓展了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
制定的影响机制，也剖析了政府官员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好及行为选择的内在逻
辑。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是解释我国预算政策制定
方向变化的重要变量，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和干部人事任
用制度提供了路径启示。

【关键词】官员特征　 官员任期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预算政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２）０４ － ００９８ － １６

一、引言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首次建立了预算稳定基金，这是一种反周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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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与财务管理的工具，其被各州广泛应用于应对经济势头放缓所带来的财政
危机和为保障财政职能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３；Ｗｅｉ，
２０１９）。２００７年我国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明确规定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结余、超收收入、预算调节等管理
规则。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实
现政府跨年度预算平衡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遭
遇挑战的背景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可能扮演“蓄水池”与“调节器”的作用。

除了财税经济因素和制度法律因素之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还有可能受到
政治因素的影响。地方官员有权制定并执行各项预算政策，尤其是当面对不同
时期的晋升机会和上级考核时，地方官员极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预算政策偏好，
这可能会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产生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缺乏
系统探讨与论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的深层运行
逻辑的探究。本文基于政府预算管理的视角，主要研究省级主政官员更替、任
期和年龄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文献综述
在美国州政府预算和财务管理中，预算稳定基金是指经济繁荣时期为经济

衰退时期使用而储蓄的财政储备资金，并通过授权立法，确定预算稳定基金的
规模、资金来源及用途、设定使用批准的程序和安全保障机制（Ｈｏｕ，２００３；
Ｈｏｕ ＆ Ｗｉｌｌｉａｍ，２００８）。已有文献对美国州政府预算稳定基金的研究多聚焦于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讨论预算稳定基金能否发挥平衡财政预算、稳定财政收支、
缓解财政压力、应对经济波动并为政府应对危机提供资金来源的作用（Ｇｒｉｚｚｌ，
２０１０；Ｈｏｕ ＆ 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０７；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３）。研究结果显示，预算稳定基金能
够帮助州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稳定财政收支并平衡财政预算，但并未证明能够
有效缓解财政压力（Ｄｏｕｇｌａｓ ＆ 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０２）。二是讨论了预算稳定基金对政
府总储蓄的影响。总的来说，预算稳定基金能够提高政府储蓄金额，预算稳定
基金存入规模每增加１美元，政府的总储蓄资金会增加５０美分到１美元不等
（Ｈｏｕ ＆ Ｇｅｎｅ，２０１０；Ｋｎｉｇｈｔ ＆ Ａｒｉｋ，１９９９），但是预算稳定基金对于提高一般
公共预算余额储蓄量的作用并不明显（Ｈｏｕ ＆ Ｇｅｎｅ，２０１０）。三是讨论了预算稳
定基金的规模限制（Ｈｏｕ，２００３）、提取和存储规则（Ｗｅｉ，２０１９）等管理制度。
具体地，有学者认为预算稳定基金的最佳规模设置应遵循５％法则（Ｚ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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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Ｗｅｉ，２０１９），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不同地区预算稳定基金的最优规模应与
当地的财政收支紧密相关，并非需要设置某一个特定的数值（Ｊｏｙｃｅ，２００１）。

我国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文献对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的研究多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论述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建立
主要是为了应对“超收”和“超支”（高培勇，２００７），在相关制度及法律规范
逐渐建立之后，旨在进一步发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应急储备、建立中期财政
规划和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等方面的作用（卢凌波，２０１２）；另一方面，结合我
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运行现状，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旨在借鉴其他国家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运行的经验，以不断完善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管理模式
（马蔡琛、张莉，２０１６）。

（二）关于政治预算周期的文献综述
在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的背景下，政治预算周期是指由政治选举周期驱动

的预算操纵行为及其所带来的财政收支的周期性波动（Ｌａｓｓｅ，２０１８）。在西方
政治制度背景下，政治预算周期基本都由选举驱动，表现在选举年份里实行大
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和宽松的经济政策（Ｍｉｎ ＆ Ｊａｋｏｂ，２００６）。在大多数政治预
算周期模型中，现任政治家渴望向选民表明自己的能力并获得更大的声誉，而
选民却不太清楚选举年公共支出的增加和税收的减少是由于短期的选举操纵造
成的（Ａｉ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Ｄｒａｚｅｎ ＆ Ｅｓｌａｖａ，２０１０）。因此，在选举年份里，政客
可能通过预算操纵获得选举成功。在支出领域，预算操纵是指在选举年实施扩
张性财政政策，具体体现在增加与选民福利直接有关的财政支出或在短时间内
能体现政绩的预算开支（Ｋａｔｓｉｍｉ ＆ Ｓａｒａｎｔｉｄｅｓ，２０１２）。在收入领域，政治家倾
向于出台减少税收的一系列政策（Ｇｈａｎｙ ＆ Ｋｈｏｉｒｕｎｕｒｒｏｆｋ，２０２１），同时与利益
集团进行交易，承诺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倾斜。

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下，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考核体系使地方政
府官员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决定。同时，我国地方官员拥
有相当大的财政自主权和项目审批权，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预算周期体现在地方
官员会基于对当地财政发展状况和自身晋升机会的考虑，而在不同的年份里制
定不同的预算政策，并策略性地配置财政资源（吴延兵，２０２０）。除此之外，中
国的预算周期还受到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任期非固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就
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在整个任职周期内的不同年份里都会根据晋升预期调整预算
政策制定（吴延兵，２０２１）。

综上，已有研究关于预算稳定基金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设立背景、存入和
取出规则、资金来源、管理模式、使用批准程序和安全保障机制，并分析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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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储蓄、一般基金结余、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在面对经济波动和应急事
件中发挥的作用。我国对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以理论思辨、
统计分析和个案探讨为主，对影响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因素少有探究，且
在影响因素中考虑的多为经济财税因素，而对于政治因素的研究甚少，本文旨
在这个方面有所贡献。本文主要研究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存入规模的影响，可能的贡献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补充了
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文献，讨论了地方官员在不同任期
背景下对预算政策的不同偏好，为进一步理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运行的内在逻
辑提供了研究证据。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影响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因素的讨
论多为阐述性和理论性的分析，本研究是相关研究领域中首次利用各省份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的研究。同时，本文采用了Ｈｅｃｋｍ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解决实证分析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增强了实证结果的说服力和可靠性。

三、理论假设

（一）交易成本与政治激励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解释了市场运行及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交易自

由度大小和交易成本高低这两个因素（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５）。但是由于机会主义
可能会使交易成本降低，部分企业可能会产生更强的动机运用非正常手段进行
交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５）。对于公共部门，这种动机则主要体现为政治激励。
政客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激励的影响，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政府支出行为，从
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若公民和政客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政策执行的“结构性
摩擦”成本将会减弱，政府官员将以反映选民意愿的方式决定政府支出的方向
和政策偏好，也就是说这种政治强激励可能会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反之，
公民和政治家利益不相同时则会增加政策的执行成本，但是政治上的强激励仍
然会使政治家根据自身利益制定政策，甚至可能产生偏好聚集、与利益集团勾
结、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Ｆｒａｎｔ，１９９６）。

政府发展目标及政策蓝图的设置包含了多方利益的博弈和协商，但其核心
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少数“一把手”官员的手中。我国地方主政官员的更替是一
种常态化现象，这是对原有政治格局和地方权力的重新调整（徐业坤等，
２０１３）。地方主政官员会在评估行为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根据周期内面临的不
同政治激励进行政策干预与行为调整（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一般来说，地
方主政官员倾向于制定与上一任不同的政策，从而凸显政绩（杜博士、吴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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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同时，地方主政官员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关系网”、组建新的领导班
子、改变原有的政策布局并转而实施差异化的政策（Ｘｕ，２０１１）。因此，主政
官员更替造成了地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罗党论、佘国满，２０１５）。一
方面，由于现任主政官员即将离任，其所受到的政治激励明显减弱，因此其推
动相关政策的动机性和意愿性有所减弱，同时，这种弱激励也会影响当地政府
官员执行原有政策的积极性和效率性。那么，此时推行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
会减少，从而将有更多的财政结余流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王贤彬、黄亮
雄，２０２０）。另一方面，政策的不连续性加剧了各行政部门、科层组织和各级官
员之间的利益博弈，也造成了政策执行的“结构性摩擦”。政府要弥补这种摩擦
带来的效率损失，必然会增加政策的执行成本，在政治激励没有明显变化的情
况下，显然这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地方主政官员往往在刚上任的年
份里并不会急于推动新政策的执行（王贤彬、黄亮雄，２０２０），此时会有更多资
金能够存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１：地方主政官员更替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正向影响。
近年来，干部年轻化成为我国选拔官员的目标之一，旨在激发组织活力和

创造力。一般来说，年轻官员在同等条件下容易受到更强的政治激励的影响
（刘冲等，２０１７），他们更愿意采取积极的预算政策并扩大财政支出，甚至为了
凸显政治绩效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反之，年龄较大的官员受到我国退休制度
的制约，政治激励对他们的影响较弱，因此，这部分官员更多地偏好稳健的财
政政策以实现“平稳着陆”（袁凯华、李后建，２０１５）。也就是说，对于即将到
达或者已然超过法定退任年龄的地方主政官员，由于政治激励对他们的影响较
弱，他们可能不再热衷于追求突出的政绩工程或经济短期高增长，这使得财政
支出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均衡的范围之内，保证了一定数量的财政超收收入能
够纳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２：越接近退任年龄的地方主政官员会存入越多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希望实现预算最大化，这是由于他们试图通过扩

大政府对公共财政资源的控制来实现私人利益（Ｎｉｓｋａｎｅｎ，１９７５）。因此，在政
府官员的效用函数中，利己目标和委托人的目标都会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着不容
忽视的影响，使政府官员产生操纵预算行为的驱动力（Ｂｒｅｎｎａｎ ＆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０）。但是，官员的预算最大化行为和垄断权力可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他们
可能会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服务或重复性的公共事务支出（Ａｌｍ ＆ Ｍａｒｋ，
１９９９），这会使得整个政府的效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我国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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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基于对自身目标、所处官职、晋升机会的判断和风险偏好选择的差异，在面
对不同阶段的任期预期时可能会有不同的预算政策偏好和政府支出行为。

一方面，基于理性选择，部分地方主政官员在上任之初的目标是构建管理
人脉网络和熟悉相关组织人事关系，这使得他们在上任初期会更多地选择相对
保守的政策偏好，不会贸然扩大财政支出（马亮，２０１３）。而随着任职时长累
加，地方主政官员对当地情况的了解逐渐加深，同时其履职能力及统筹协调各
行政部门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他们将有更强的能力参与晋升竞争。此时，为了
获得更多晋升机会，地方主政官员可能倾向于采取积极的预算政策并扩大财政
支出，以获得更好的政绩（田文佳等，２０１９）。另一方面，部分地方主政官员基
于晋升难度和机会窗口的考量，更加期望在短时间内向上级政府展示出自身干
事创业的能力与决心。因此，他们在上任之初就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大力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随着任职时间累加，地方主政官员可能会感觉到自身
已然丧失了向上晋升的最佳窗口期，此时降低不确定性是他们更为理性的选择，
这使得其干预财政的动机大大减弱、扩张性财政支出行为减少，预算政策趋于
稳健（曹春方等，２０１４）。

因此，本文认为，地方主政官员面对不同的任期预期时，基于对自身所处
位置和晋升机会的判断，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究其根本都会基于
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在恰当时机有选择地干预财政支出，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
化。部分主政官员上任初期会选择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并适当控制财政支出的
规模，是由于他们认为在对当地人际关系、组织环境熟悉之后方能更好地追逐
政治利益最大化，彼时再扩大财政支出是更为理性的选择。反之，部分主政官
员则认为上任初期即为追求晋升的最佳时机，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这个
“窗口期”，他们会在上任初期就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扩大财政支出以凸显政
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３ａ：地方主政官员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３ｂ：地方主政官员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负向影响。

四、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以我国省级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研究对象。要把资金存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其中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该省份需要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
二是该省份的预算草案中需要明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然而，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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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的选择并不是随机偶然事件，直接回归二元变
量可能会导致由于选择偏差而引起的结果偏误，因此为避免计量模型中的样本
选择偏误，通常选择运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予以解决（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６）。

具体地，首先，估计一个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考量某个省份是否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制度。其次，在第一阶段回归的基础上计算逆米尔斯比率ｉｍｒ，并在第二阶
段方程中使用ｉｍｒ作为一个额外的回归因子来估计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
本文在第二阶段使用了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两个阶段的模型分别如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 α０ ＋ α１Ｂｕｄｇｅｔｃｙｃｌｅｉｔ ＋ λＸｉｔ ＋ ε ｉｔ （１）
Ａｍｏｕ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Ｂｕｄｇｅｔｃｙｃｌｅｉｔ ＋ β２ 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 β３ Ｉｍｒｉｔ ＋ γＸｉｔ ＋ λ ｔ ＋ ｕｉ ＋ δ ｉｔ （２）
式（１）和式（２）中，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表示ｉ省份在第ｔ年是否建立了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制度的虚拟变量，Ｂｕｄｇｅｔｃｙｃｌｅｉｔ表示影响是否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
度和基金存入规模的官员特征与任期变量，Ｘｉｔ表示控制变量，ε ｉｔ和δ ｉｔ分别表示
各自方程的扰动项。式（２）中，Ａｍｏｕｎｔｉｔ则表示ｉ省份在第ｔ年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的存入规模，β３表示式（１）中的估计结果求得的逆米尔斯比率ｉｍｒ，λ ｔ表示
时间固定效应，ｕｉ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二）重要变量和指标说明
本文共涉及１３个变量，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方法见表１。

表１　 变量含义和数据来源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的人均存入规模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人均规模＝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存入规模／常住人口

《中国财政年鉴》
统计局数据库

解释变量

省委书记更替 当年发生省委书记的更替
则编码为“１”，反之编码将为“０”

来自官方网站
个人简历

省长更替 当年发生省长的更替
则编码为“１”，反之编码将为“０”

来自官方网站
个人简历

省委书记任职期限 省委书记自担任其职务以来具体年数衡量 来自官方网站
个人简历

省长任职期限 省长自担任其职务以来具体年数衡量 来自官方网站
个人简历

省委书记距离
退休时长 省委书记当年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之差 来自官方网站

个人简历

省长距离退休时长 省长当年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之差 来自官方网站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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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控制变量

人均转移支付 人均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常住人口 《中国财政年鉴》
统计局数据库

转移支付依赖度 转移支付依赖度＝转移支付／财政收入《中国财政年鉴》

经济增长率
地方官员处于任期第ｎ年时
任期第一年开始到第ｎ年为止的ＧＤＰ
增长率

统计局数据库

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
老龄化率 老龄化率＝ ６５岁以上人口数／常住人口 统计局数据库
常住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统计局数据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各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人均存入数额，并采用对应

年份的物价指数对其进行平减消胀，同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２ ． 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为主政官员的更替、任期和年龄三个变量，三者均

根据官员简历进行人工编码获得。首先是主政官员的更替情况，如果当年发生
主政官员的更替则编码为“１”，反之则编码为“０”。由于主政官员对当地政策
施加影响的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故将更替情况滞后一期处理。任期是指主
政官员自担任其职务以来的年份数量，对于在当年６月及以前担任主政官员的，
本文自当年起计算任期；对于在当年７月及以后担任主政官员的，本文自次年
起计算任期（马亮，２０１３）。此外，与中央发文直接任命省委书记相比，我国各
省省长的正式任命需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与其实际上任时间比有一定的滞后
性，故将省长任期情况滞后一期处理。根据我国的干部人事任用制度，省部级
官员的离任年限是６５岁，因此本文采用主政官员当年年龄与６５岁之差衡量其
距离退休的年限。
３ ． 控制变量
社会经济因素和地方财政状况等其他特征都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的预算政策

制定，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对其予以控制，纳入控制变量。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
济增长率、城镇化率、常住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率。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
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能够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也倾向选择稳健的财

·５０１·

官员特征、任期与预算政策制定◆

（续上表）



政政策，这意味着当地不会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从而使得有更多的财政资金
能够存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较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储备金，
因此在人口较多的城市，地方政府倾向于存入更多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城镇
化率的提高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的扩张及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但是当城镇化
率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公共投资所推动的城市规模收益递增效果将会减弱，
此时地方主政官员基于理性选择将不会再扩大支出，而选择将部分财政收入存
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以防控风险。同样地，人口老龄化初期，地方政府倾
向于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尤其是健康保障支出，这有助于平衡实物资本和人力
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
不断加重，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可能会使实物资本积累带来越来越大的效率损
失（刘穷志、何奇，２０１２），此时地方政府将会控制财政支出规模，那么存入到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的资金规模将会有所扩大。

地方财政状况包括人均转移支付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依赖度。一方面，中
央的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财政纵向失衡比
较严重的地区，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主要依靠转移支付，因此人均转移支付较
高的地区往往自有财力较弱，没有过多的资金存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另
一方面，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的地区会受到中央财政拨款时效性和政策不确定
性的影响，防控未知风险的能力较弱，地方官员基于理性会未雨绸缪地增加预
防性储备资金，以增强地方政府防御风险的能力（王小龙、余龙，２０１８）。对于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状况的指标，本文选择采用对应年份的物价指数对其进行平
减消胀和取对数处理。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各省份主政官员数据。本文通

过官方网站收集了１０８位省长和９０位省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并通过人工编码的
方式，对官员履历和晋升情况进行了操作化。二是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数据。借
助各省份政府门户网站、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各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等手动收
集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则源自《中
国财政年鉴》。三是官方统计数据。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网站等渠道，收集整理了各省份的统计数据，如常住人口、失业率、
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等。本文将这三个部分的数据合并后，作为下文进行分析
的数据资料。

对于样本选择，由于２００８年起各省份陆续开始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
度，故本文选择２００８年作为研究基期。本研究的样本包含我国３０个省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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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此外，由于各省份建立预算调节
基金制度的时间有所差异，且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部分省份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数据有所缺失，所以最终的剩余样本量为３０１个。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数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人均存入规模 ５ ０６５８ １ ７３３３ － １ ２８１０ ７ ９２５１ ３０１

省委书记更替 ０ ２３６１ ０ ４２５３ ０ １ ３６０

省长更替 ０ ２５５６ ０ ４３６８ ０ １ ３６０

省委书记任职期限 ３ ０１１１ ２ ０８８５ １ １５ ３６０

省长任职期限 ２ ９００ １ ８６１８ １ １０ ３６０

省委书记距离退休时长 ４ ３６６７ ３ ８３８５ － ５ １９ ３６０

省长距离退休时长 ７ １１３９ ３ ７５５９ － １ ２０ ３６０

人均转移支付 ８ １０７５ ０ ５６５５ ６ ５２６７ ９ ６７４１ ３６０

转移支付依赖度 － ０ ２６０７ ０ ８９６７ － ２ ４３８５ １ ６８７２ ３６０

经济增长率 ０ ０８０７ ０ ０６５０ － ０ ２６９９ ０ ２６７１ ３３０

城镇化率 ０ ５５８３ ０ １３０２ ０ ２９１２ ０ ８９６１ ３６０

老龄化率 ０ ０９９９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５４７ ０ １６２６ ３６０

常住人口 ０ ４５２２ ０ ２７１１ ０ ０５５４ １ １５２１ ３６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数据结果分析

（一）基于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利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并重点呈现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３呈现了回归方程（２）得出的概率估计结果，该模型
包括由相应的第一阶段回归计算得到的逆米尔斯率ｉｍｒ，且逆米尔斯率ｉｍｒ在第
二阶段的模型中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选择性偏差
是存在的。

表３呈现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分别作为主政官员的情况下，官员特征与任期对
预算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加入不同控制变量的模型１至模型３中，省委书记的
更替均在５％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系数为０的原假设，且系数估计值始终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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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省委书记更替时，地方政府倾向于存入更多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符合研究假设１。可能的原因是在更替年份，即将卸任的省委书记不再热衷于推
行自己的政策蓝图，相应的预算政策和财政支出行为也以稳健为主。而新上任
的省委书记处于工作交接和制定政策的时期，在交替年份里也不会产生大规模
的财政支出，从而使得一定数目的资金能够存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同样
地，模型１至模型３显示，省委书记任期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系数为０
的原假设，且系数估计值始终为正。也就是说，随着省委书记任期的累加，地
方政府倾向于存入越多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符合研究假设３ａ。可能的原因是，
省委书记要想向上晋升，就需要实现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或从正部级到副国
级的跨越，晋升难度较大，因此省委书记希望在履新职位上尽快地显示出自己
的工作能力，并向上级政府展示出良好的政绩，这使得他们在上任初期就倾向
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而缩小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
但是，随着省委书记任期的累加，其晋升概率会随之降低，此时他们会转而推
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支出的行为也随之减少，从而有更多的资金能
够存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但是，关于省委书记的年龄距离退任年龄之差
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影响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即假设２没有得到支持。

表３　 基于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省委书记作为主政官员 省长作为主政官员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主政官员
更替

０ ２９１２

（０ １３７８）
０ ３０１４

（０ １２８０）
０ ２８６１

（０ １３８０）
－ ０ ２０３３

（０ １２３２）
－ ０ １８９４

（０ １１７５）
－ ０ １９８７

（０ １２２７）
主政官员
任职期限

０ １１３８

（０ ０３７２）
０ １２９１

（０ ０３６７）
０ １０９７

（０ ０３６７）
－ ０ ０５３０

（０ ０３２６）
－ ０ ０６０２

（０ ０２９９）
－ ０ ０５４８

（０ ０３２５）
主政官员

距离退休时长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７０）
转移支付
依赖度

－ ０ １７０８

（０ ２６４７）
－ ０ ０８４６

（０ ２８１６）
－ ０ ３０４２

（０ ２７３８）
－ ０ ２４７８

（０ ２９１９）

人均转移支付 － ０ ３３１８

（０ ７０３６）
－ ０ ９８１８

（０ ９６２９）
０ ６９５０

（０ ７０５３）
－ ０ ３３４１

（０ ９９９６）

城镇化率 ４ ７２７４

（３ ６９１５）
７ ０３２８

（４ １３０２）
７ ２９７３

（３ ７８１０）
９ ５９２９

（４ ２６００）

经济增长率 ３ ６８０２

（１ ３５２９）
２ ３７６４

（１ ３０４４）
１ ９９２２

（１ ４０８７）
０ ８１９４

（１ ３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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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省委书记作为主政官员 省长作为主政官员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老龄化率 １８ ８８６８

（８ １８０９）
４ ７５５０

（８ ０１２８）

常住人口 ５ ９１７０

（７ ７６２５）
１９ １８１４

（８ ３９４５）

逆米尔斯率 － ２ １１２３

（０ ４９９０）
－ ２ ８６８３

（０ ６６２７）
－ ２ ５４９７

（０ ６２１４）
－ １ ５２４７

（０ ５５０８）
－ １ ３８４８

（０ ６８７４）
－ １ ３１８５

（０ ６８５７）

常数项 － ０ ４９０１

（１ ９２６９）
５ ３１９４

（５ ６０８７）
２ １７６６

（９ ０３２０）
－ １ ４１５３

（１ ９６４３）
－ ２ ８２９８

（５ ６００３）
－ ３ ６４７４

（９ ４９６５）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６２ ２８７ ２６２ ２６２ ２８７ ２６２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 ７６３６ ０ ７６６２ ０ ７７２７ ０ ７５６９ ０ ７５４９ ０ ７６２４

Ｐ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１、０ ０５和０ ０１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模型５和模型６中，省长的任期均至少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系数
为０的原假设，且系数估计值始终为负。也就是说，随着省长任期的累加，地
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缩小，符合研究假设３ｂ。可能的原因是，
省长接受省委书记的领导且负责经济行政事务的发展，由于他们并非地方政府
的最高决策者，且可能对履新地发展状况、人脉网络并不熟悉，这使得在上任
初期他们更多地选择相对保守的政策，很少会贸然地增加财政支出，从而会有
更多资金存入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而随着任职时间的累加，新任省长对当
地发展状况的了解程度逐渐加深，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人脉管理体系，使
得其逐渐放弃了保守的预算政策，反而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因而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的存入规模会缩小。不同的是，省长的更替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
规模未呈现出显著性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省委书记是省
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因此，省长的更替并不意味着政策变更，地方政府所
执行的也多是时任省委书记所领导制定的预算政策。同时，省长在上任之初更
多地是了解履新地的各项实际情况，而不会贸然开展预算政策的变革。也就是
说，不管是从客观权力配置还是省长主观意愿来看，省长的更替并不会显著改
变地方政府预算政策的偏好和财政支出行为，也就使得省长的更替不会对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产生显著影响。此外，省长年龄距离退任年龄之差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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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的模型４中呈现正向显著影响。
省委书记任期与省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影响分别呈现为正向效应

和负向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基于晋升难度的差异性。省委书记晋升至更高层级
的中央政府或提升至副国级干部相对困难，所以省委书记为了晋升需要在上任
之初就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以更快地做出政绩。而省长的晋升
多为提拔成省委书记，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平级，晋升难度略低于省委书记，因
此在上任之初并不会急于扩大财政支出。

不管是将省委书记还是省长视为主政官员，他们的实际年龄距离退任年龄
的差值在大多数模型中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均不呈现显著性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官员预算政策的偏好或干预政策制定的行为并不完全都是受到任
期的影响，其调整预算政策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基于当地财政状况、实际发展
规划、民众企业诉求及社会形势变化等；另一方面，部分临近退休的地方政府
官员可能为了“平稳着陆”会更加关注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而相对忽视经
济领域的政策调整，使当地的财政政策常年沿用同一套体系。对于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率在统计上正向显著，常住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状
况因素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省委书记作为地方主政官员的影响下，经济增长
率显示出正向统计显著。在省长作为地方主政官员的影响下，城镇化率同样显
示正向统计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我国各省份的财政发展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直接体现在不同的财政收入

规模、收入来源构成和所面临的财政风险，这使得仅仅考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的存入规模，可能难以完全体现地方财政的整体布局规划和制定预算政策的意
图，也难以体现地方主政官员在不同任期内的行为逻辑。因此，本文选择更换
被解释变量，即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作为因
变量，并运用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ｍｏｕ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Ｂｕｄｇｅｔｃｙｃｌｅｉｔ ＋ β２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 ＋ β３Ｉｍｒｉｔ ＋ γＸｉｔ ＋ λｔ ＋ ｕｉ ＋ δｉｔ

（３）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省委书记的更替和任期的延长都能够提高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反之，省长在任时间越长，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会降低。这说明稳健性检验估计
结果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相同，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稳健。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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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一）结果讨论
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的影响是值得研究与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能够剖析预算政策周期性变化的内在逻辑，也有助于提高预算政策的合理性
和执行效率。基于已有研究的实践，本文试图探究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更替、任
期和年龄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存入规模的影响。本研究收集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全
国３０个省份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主政官员个人简历等相关数据，利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存入规
模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存入
规模的影响并不相同。首先，研究显示，省委书记更替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存入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省委书记更替的年份，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的存入规模会扩大。其次，研究显示，省委书记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存入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随着省委书记任期的累加，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的存入规模会扩大。再次，研究显示，省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
入规模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随着省长任期累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
入规模会缩小。这意味着省长在上任之初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预算政策，到任职
后期才会逐渐扩大财政支出。

（二）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例，研究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

制定的影响。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研究数据样本仅限于各省份，
无法全面探究地级市政府、区级政府与街（乡、镇）政府等预算政策的变化情
况及其内在逻辑，未来研究可对数据进行扩充，以发现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另一方
面，本文主要研究了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存入规模
的影响，但是与之对应的调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行为逻辑又受到什么因素的
影响，值得后续研究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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